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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主体之一参与儿童福利事业是其基本主张，能够有

效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儿童福利提供中的不足。社会组织提供儿童福利服务具有理论合理性和政策合法性。

但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尚在起步阶段，在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着独立性不足、专业能力不强

及提供服务不对口等困境。在福利多元主义的框架内，应明确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大对社会组织的

投入，提升其专业服务能力并发展专门型的社会组织来寻求优化路径，提高儿童福利服务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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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pluralism,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ld wel-
fare as one of the main subjects of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is its basic proposition, which can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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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the provision of child 
welfare. The provision of child welfare services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theoretically rational 
and policy legitimate. However, at present, China’s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and there are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dependence, weak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inap-
propriate service provis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child welfare servi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elfare plur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ocial organiza-
tion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develop specialize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seek optimization path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
cy of child welf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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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我国

一直重视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近年来颁布修订了《中华人民未成年人保护法》《收养法》《民法典》

等保障儿童福利基础发展的法律，并在 2011 年出台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科学规划儿童

事业发展，于 2013 年提出试点建设适度普惠型的儿童福利制度，明确指出要形成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2020 年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文件，从国家角度出发在制度的

顶层设计上扩大了儿童享受福利事业的标准，提高了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现今我国将开启新的

十四五规划，儿童福利事业将更上一层楼，社会组织作为儿童福利提供的重要主体，其参与的方式、

程度是我国儿童福利政策落地的一个关键内容，如何发挥其功能将影响到我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前景。

实践中，儿童福利政策的扩展并未完全刺激到儿童福利服务的递送，服务的对象、内容和提供路径上

存在着不少困境，学术界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事业的探讨也比较缺乏，因此本文将从福利多元

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的方式，对其现存的困境进行分析研究，探讨社会

组织参与的优化路径。 

2. 文献回顾 

社会组织通常又称为“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指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进行各类志愿

公益性或者互益性社会活动的非政府组织[1]。美国学者萨拉蒙以“结构–运作”的视角指出社会组织的

五项特征，即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2]，并将社会组织分为十二个大类别二十六

个小类别，由此奠定了社会组织分类的基础。在我国政府的官方界定中，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

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三类，并且强调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志愿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世界各国关于“儿童福利”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社会组织参与的

研究较为丰富。Bindman、Eleanor Kulmala 和 Meri Bogdanova 通过探讨俄罗斯儿童福利部门的改革问题，

利用“多源流框架”论证了俄罗斯儿童福利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合作来充当制定政策的政策企业家，

并且其方案影响到了国家优先事项[3]。Carrie·Smith、John·Fluke 以及 Barbara·Fallon 探讨了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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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的服务集成和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对于处于家庭照顾之外的儿童的影响，表明社会组织在参与儿

童福利组织时会受到其他专业的影响[4]。这些研究表明全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儿童福利领域中的

重要性逐渐提升，但也存在着需要提高其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问题。 
我国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历程较短，研究尚且较少，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

阶段。在儿童福利体系中社会组织的关系方面，谢琼认为政府和市场包办、主导儿童福利服务的结果并

不理想，重构儿童福利服务的政策体系，刺激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是必经之路[5]。尚晓援认为非政府的公

民社会组织在政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参与进来为国家分担了一定的儿童保护责任，但需探索解决“国

家”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合法性的问题[6]。 
学者对于社会组织在儿童福利中的功能也各有不同见解，高丽茹通过分析发现民间非政府组织能够

在儿童福利的递送中承担生产者、传输者的功能定位[7]。徐丽敏则是分析了社会组织的功能，认为社会

组织能够起到资源链接、服务供给和反馈调节的作用，从而在困境儿童的保护中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

[8]。 
总体而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事业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关注宏观

层面的论述，多是对于儿童福利体系的构建，探讨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到实

践之中还有待挖掘之处。因此本文试图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展开，构建起分析框架，对我国儿童福利

事业的现状和困境探析。 

3.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逻辑和状况 

我国儿童福利的国家责任不断回归，同时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政策呈现出适

度普惠发展的趋势，其范围不断扩大，福利供给的方式扩展到服务、现金津贴，组织和人员的设置逐渐

集中有序，监督管理的制度和法律也在不断完善[9]。同时社会组织作为主体之一也不断参与儿童福利事

业的发展。 

3.1.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到儿童福利中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这是福利多元主义构建的多元主体框架要求的。

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利多元主义作为社会政策研究的一种新兴科学范式，提倡社会福利的多元化。

代表学者罗斯指出，市场、国家和家庭都是社会福利提供的重要主体，三者相互补充构成社会福利三角。

伊瓦斯在罗斯的福利三角理论基础上论述了福利三角的研究范式，并在研究后期对福利多元理论进行修

正，认为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而约翰逊则在伊瓦斯的福利三角研究上

纳入了非盈利组织，将福利多元主义的主体归纳为政府部门、商业部门、志愿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德诺

贝格则是认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市场、家庭、会员组织和社会网络。简而言之，虽然对福利

供给的多元主体的讨论各有差异，但学者们对福利来源是多元化都达成了共识，认同除了国家和市场，

个人、家庭、志愿组织和民间机构等其他主体也是责任主体之一。因此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出发，社会

组织参与到儿童福利事业中是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福利提供的主体之一，承担着不可或缺的

责任。 
在福利多元主义下，主体职能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分权和参与。政府将福利提供的责任下放到其他

主体之中，政府仅提供福利供给的框架构建，环境创造和协调等责任。市场在福利提供体系中是不可替

代的主体，是社会福利财富的提供者，保障着人们的生活，同时还具有较高的效率，一般负责福利的生

产和供给。但政府和市场都存在着失灵的情况，如果缺少社会这一桥梁，国家和市场都无法有效运转[10]。
社会提倡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组织正是社会中最为活跃和典型的代表，代表着道德责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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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也是福利多元主义讨论的话题，但随着社会发展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弱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儿童赖以生存的地方，也是政府和社会连接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市

场和社会组织的福利组合功能[12]。 
那么根据福利多元主义，可以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如图 1。与其他多元责任主体相比，社

会组织不论形式如何，其本身就具有灵活性高，高效率以及专业化的优势特点，其在儿童福利事业中的

呈现出的功能主要是资源链接，资源整合和反馈协调的功能。资源链接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能够为不同

渠道的社会资源提供者搭建起沟通协调的桥梁，使得福利服务和资源能够更好地递送到有需求的儿童身

上。社会组织的资源递送到政府主要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同时还存在着社区购买服务将资源从社会

资源传递到了社区，提高资源传递过程的效率。资源整合则是从前端和中介端出发，前端是社会组织利

用自身独特的资源配置机制，调动社会闲置的资源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自身的中地位

寻求资源的增量，扩大其资源的来源[13]。协调反馈功能则是社会组织可以作为第三方对政府在儿童福利

的工作表现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估，了解儿童家庭真实的需求和成效评价，从而对福利政策实施的情况

和效果进行反馈，以期提高项目的效率和质量，促进项目的长期发展。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起到了监督

和维护秩序的作用。 
 

 
Figure 1. Relations between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pluralism 
图 1.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各主体关系 

3.2.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状况 

我国政策上对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支持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

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通知中》中提出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挖掘民间资源，鼓励其发挥积极作用”，

开启了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事业的先河，这一阶段，社会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在 2012 到 2014 年

间，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政策，要求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做好监护人侵害的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教育辅导、调查评估工作；

要动员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参与，为有需求的儿童和家庭服务。这一阶段社会组织逐渐得到了重视，

并且在资金上获得了一定支持。到 2019 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颁

布则是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要求要“倡导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化社会组

织”；同年 4 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了“通过

政府委托、项目合作、重点推介、孵化扶持等多种方式，积极培育儿童服务类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

益慈善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等。到此阶段，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得到了更多认可。从这些政策的提法中

可以看出，儿童福利的范围逐渐扩大，社会组织在儿童社会福利的参与中逐渐得到重视，注重社会组织

的专业服务能力进入到儿童福利的工作，这为社会组织作为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参与儿童福利事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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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支持和合法性。 
伴随着政府在儿童福利事业上的投入，社会组织数量也在水涨船高。截至 2021 年我国 0~14 岁人口

已达到 23,721 万人，少儿抚养比为 25.6% [14]，根据 2019 年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统

计监测报告显示，到 2020 年底全国有 760 个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其中儿童福利机构 508 个，相比

于 2010 年几乎增加了 58%。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进其中，在全国社会组

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上的数据显示，截止 2022 年，正常经营的儿童类的社会团体有 3914 家，基金会有

91 家，社会服务机构有 3369 家[15]。可见我国社会组织作为参与儿童福利事业的主体在不断地增强其参

与的体验感，加强和政府合作的紧密性。 
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投入也在逐渐增加，我国的社会组织主管理体制经过 2016 年的变革后，门槛放

松，极大促进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儿童服务的社会立项也逐年增加。根据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在 2021 年，2020 年和 2019 年分别有 139 项，127 项，186 项，虽然 2019 年

后立项数目相比之前急剧下降，但是儿童领域立项占比却不断提升，2020 年的占比达到了 50.39%，比

2019 年的 27.96%高出了不少。在儿童领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立项中的资金投入中也不断增加，2019
年为 2840.89 万元，2020 年为 4383.24 万元，上涨了约 64%，可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得到的重视和

支持越来越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组织也在积极探索和政府间的协调合作，以多种方式参与进入儿童福利服务事

业。有学者将社会组织参与到儿童福利的方式用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来分类，分为直接合作，

间接合作和无合作三类[16]。直接合作的方式就是政府相关的部门和儿童福利机构合作，由政府财政支付

资金，最常见就是委托，共生项目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服务。譬如上海市 2019 年启动的全市

困境儿童的关爱帮扶项目“爱伴童行”，就是政府专门购买专业服务的类型。间接的合作则是在政府制

定的政策框架下独立提供服务，受到政府的管制，依法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中国儿童少年发

展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还有是针对儿童设立了专门的服务项目，例如中国儿童少年

发展基金会开展的春蕾计划(在 2019 年拓展成为“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围绕女童进行的多种资助服

务。此外还有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活动，帮助到部分有需求的儿童，如厦门大学竹蜻蜓支教队，自行举

行了每年暑假的赴藏支教活动，迄今为止已持续了十余年。 

4.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困境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事业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不仅能够为政府，家庭分

担儿童福利发展的责任，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能利用其专业能力为儿童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提升儿童福利事业的活力。然而我国的社会组织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制约了其大施拳脚，使得实践中儿

童福利的政策实施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足，专业能力滞后，资金人

才不足等方面。 

4.1. 独立性不足 

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看，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儿童福利事业中是处于合作伙伴的关系地位，由政府

向社会组织购买专业的服务，满足儿童的福利需求，提升服务水平和效能。但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

相较于国外福利国家而言仍然是在起步阶段，社会组织的先天发育不足导致形成政府出现购买服务的需

求后，社会组织的数量才出现激增的发展路径，而非福利国家的先前探索 NGO 组织再由政府来购买的发

展逻辑[17]。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组织依赖于政府力量，其自身的独立性还不足以支撑起发展。同时政

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控制过多，颠倒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实际操作上是基于上级的身份对社会组织进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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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控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运行和服务质量有着绝对权力，而社会组织又依靠着

政府在购买服务，管制方面的支持，很难脱离政府的掌权。并且政府的专业性不足，在购买社会服务的

过程中难以全面考虑到儿童福利服务的需求，在招投标过程中缺少科学规范的程序，造成一刀切或是重

形式轻实际的情况。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中仍然不够规范，缺乏科学的评判标准，这就可能导致“一言

堂”的后果。综上而言，在福利多元的视角下，现今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主体责任边界模糊，降低

了儿童福利递送和整合的效率。 

4.2. 专业能力不足 

社会组织为儿童提供福利服务，但是却由于社会组织本身的制度管理弊端，人才缺乏，资源支持有

限而致其提供的服务有限，专业性得不到体现。首先是社会组织自身受到政府控制较多，但却缺少规范

性的制度管理规范，导致许多民间社会组织没有专业的指导，而出现风险事故。如河南兰考孤儿院火灾

事件，民间自发的爱心妈妈收养了 20 年间收养了数百名弃儿，但因居住环境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发生火

灾造成 7 死 1 伤的惨痛悲剧[18]。其次是多数儿童福利类的社会组织专职的工作人员薪资待遇较低，不能

够吸引到专业的工作人员，同时临时招聘的公益成员也并非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群，存在着许多差距，

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也就较为简单。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考核与监督也因为资源有限别无他法，只能放

松考核的标准。这些原因导致社会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专业性优势，还影响其社会的公信力，致使其

发展更加艰难。 

4.3. 提供服务不对口 

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时间较短，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各种都较不规范，针对儿童的社

会服务更是少之又少，其专业化的程度更是无法相提并论。如上海市的社会组织为儿童提供的福利多为

课外活动，手工课等兴趣小组，但课后辅导，心理咨询等迫切需要契合儿童实际需求的专业服务比较少

见，进而无法满足儿童的多元需求，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也不高。并且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差

异性大，在不同的年龄段需求也呈现多化，需要对症下药采用个案管理，不少社会组织在福利递送的过

程中却忽略了这一特点或是限于资源，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方案来帮助儿童。除此之外政府通常通过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来补充儿童福利事业，但是每个项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服务结束后能否保障儿童

的权益也是一个问题。 

5.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优化路径 

联合国权利公约中制定了儿童权利优先的理念，儿童福利事业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儿童福

利的发展中，政府、社会和家庭等多元主体都需要承担起提供服务、保障儿童权利的责任，还需要一同

协商开展福利治理。 

5.1. 构建适度普惠福利制度，明确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 

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事业是促进主体多元化的方式，能够减轻政府的

责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需要明确社会组织的定位，更好地为儿童福利事业提供服务。

首先应当将儿童优先的理念，追求儿童幸福健康成长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将儿童福利事业置于公共福

利事业的优先地位[19]，其次要明确福利多元主体的责任边界，政府在儿童福利中的顶层设计，立法，资

金提供，监督制约等方面应担起先决责任，社会组织作为广泛参与的力量，要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进一步的探讨合作方式。再者是对社会组织的监管需要制度规范化，设立明晰的评价标准，不仅要包含

项目的完成度和资金使用情况，还需建立以儿童这一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评估体系，全面综合地考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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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评估体系。 

5.2. 加大社会组织投入，提升专业建设能力 

社会组织作为儿童福利事业中的重要主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儿童多样化的需求，有效保障儿童的权

利，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资源投入，培育相关的专业人员，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我国对儿

童领域的社会组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立项的资金投入虽然逐年提升，但是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较低，而

且限于教育支出中，由此在资金方面增加对社会组织的财政投入，在合作的关系上为社会组织提供场所

等硬件设施。同时需要构建多形式的培训平台，为社会组织中的从业人员提供科学系统的专业化培训，

提高就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完善社会组织人才职业发展空间，使得岗位设置，培训晋升，职业评估等制

度更加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发展；扩展社会组织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应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和福利水

平，提供政策优惠招纳专业素养高的人才，并有效促进其工作热情和能力提升。再者是鼓励社会组织发

展，规范化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序，促使社会组织内部间的良性竞争，从而使社会组织内部提高自我学习、

自我评估、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钻研创新服务。 

5.3. 以需求为导向，发展专门型社会组织 

儿童服务有着多样性的需求，社会组织要参与到儿童福利领域中需要以需求为导向，培育更加专业

化和精准服务的社会组织。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以需求为导向，深入了解服务对象的生活环境，

把握其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不仅是简单的物质需求给予满足，还需适合的心理辅导，教育帮扶等心理

上的服务。发展专门型的社会组织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说，一方面需要对社会组织实行更多的优惠政策

和提供多渠道的资源，增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提供注册、组织规划、项

目管理等系列服务，来鼓励和帮扶社会组织的建立；另一方面可以打造社会组织的培育中心，对已有社

会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分层次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使其转型为专业化程度高、运作规范、有针对痛点的

专门服务的专业型社会组织。政府财政同时也可为其提供资金，比如对示范性的儿童服务组织进行表彰

和补贴。再者社会组织积极拓展资金筹集渠道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向社会募捐来筹集启动资金和活动资

金，如发展儿童福利社区基金，协调分配到各社区的社会组织平台，促进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20]。 
儿童福利是各种社会福利的基础，儿童的未来映射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因此在儿童福利事业中需

要全员参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作为其行动主体共同协调出力，提供、落实能够满足

儿童需求的政策和项目，使其更加健康幸福地成长。 

参考文献 
[1] 王名. 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  

[2] 莱斯特·M.萨拉蒙. 全球公民社会: 非营利部门视界[M]. 贾西津,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3. 
[3] Bindman, E., Kulmala, M. and Bogdanova, E. (2018) NGOs a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Russia: The Case of 

Child Welfare Reform. Governance, 32, 207-222. https://doi.org/10.1111/gove.12366 
[4] Smith, C., Fluke, J., Fallon, B., Mishna, F. and Decker Pierce, B. (2018) Child Welfare Organizations: Do Specializa-

tion and Service Integration Impact Placement Decisions? Child Abuse & Neglect, 76, 573-582.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7.09.032 

[5] 谢琼. 中国儿童福利服务的政社合作: 实践、反思与重构[J]. 社会保障评论, 2020, 4(2): 87-100.   

[6] 尚晓援. 公民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考察——来自三家非政府儿童救助组织的启示[J]. 青年研究, 2007(8): 
37-44.  

[7] 高丽茹, 万国威. 福利治理视阈下城市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基于南京市 FH 街道的个案研究[J]. 学术研究, 
2019(4): 56-63+113.  

[8] 徐丽敏, 陶真. 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保护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1641
https://doi.org/10.1111/gove.12366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7.09.032


吴坷 
 

 

DOI: 10.12677/ass.2022.1111641 4696 社会科学前沿 
 

35(5): 74-84.   
[9] 朱浩. 新中国 70 年儿童福利的理念、政策与发展趋向[J]. 中州学刊, 2020(2): 84-90.   

[10]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 孙相东, 译.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64. 

[11] 陈友华, 庞飞. 福利多元主义的主体构成及其职能关系研究[J]. 江海学刊, 2020(1): 88-95.   

[12] 杨慧, 李紫聪. “儿童主任+”: 理念、机制与运行效果研究[J]. 青年研究, 2022(4): 13-25+94.   

[13] 刘春湘, 邱松伟, 陈业勤.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J]. 中州学刊, 2011(2): 106-110. 

[14] 国家统计局[EB/OL].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022-10-01. 

[15] 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EB/OL]. https://xxgs.chinanpo.mca.gov.cn/gsxt/newList, 2022-10-01.  

[16] 谢琼. 中国儿童福利服务的政社合作: 实践、反思与重构[J]. 社会保障评论, 2020, 4(2): 87-100.   

[17] 岳经纶, 郭英慧. 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 NGO 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J]. 东岳论丛, 2013, 34(7): 5-14. 

[18] 闫博扬. 河南兰考孤儿收养所起火烧死 7 名儿童[EB/OL]. 
http://news.cntv.cn/2013/01/04/ARTI1357272377287744.shtml, 2013-01-04.  

[19] 刘继同. 当代中国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下篇) [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8(6): 11-21.   

[20] 彭华民, 屠蕴文, 张双双, 梁祖荣. 福利提供机制、福利服务提供与福利理念传递研究——以 Z 市困境儿童福利

制度构建为例[J]. 社会工作, 2020(2): 23-30+10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1641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https://xxgs.chinanpo.mca.gov.cn/gsxt/newList
http://news.cntv.cn/2013/01/04/ARTI1357272377287744.shtml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困境和优化
	摘  要
	关键词
	The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Child Welfare Servic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回顾
	3.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逻辑和状况
	3.1.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逻辑
	3.2.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状况

	4.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困境
	4.1. 独立性不足
	4.2. 专业能力不足
	4.3. 提供服务不对口

	5.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优化路径
	5.1. 构建适度普惠福利制度，明确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
	5.2. 加大社会组织投入，提升专业建设能力
	5.3. 以需求为导向，发展专门型社会组织

	参考文献

